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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ndering how a state established in the least advantageou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develops 
its grand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is manuscript adopts the analytical frame 
of the Theory of Asymmetric Relations (which is made by Brantly Womack) and several key concepts 
provided by the Small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SSFPA) to investigate the landlocked Mongolia. 
The mainstreams analyses have assumed that the landlocked Mongolia can only follow whatever orders 
given by its donor-state(s). Nevertheless, the SSFPA researchers have initiated the new concept, Smart 
State Strategy, which aims at inspiring the small states to win over the competitions with great powers 
by creative policy making. Hence, this article also investigates whether or not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also fit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Smart State Strategy. The case study of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although 
highly relying on the aids and financial supports provided by Beijing, Mongolia remains its sovereign 
integrity and autonomy. Moreover, Mongolia is able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rough the 
policies including Third Neighbor Policy, taking the role as Peace Broker, and making itself the so far 
only Single State as Nuclear-Weapons-Free-Zone. Mongolia is able to develop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key strategies to make its status not only recognized but also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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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為陸鎖國的蒙古，夾在中俄兩大強權之間，又在經濟層面高度依賴
中國的投資與援助。在此先天不利的條件之下，蒙古如何發展其對外大戰
略以確保國家安全與發展，又政策效果如何，是為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問
題。本研究從學者吳本立建立的不對稱關係理論出發，憑藉該理論提供的
分析框架，將焦點擺在蒙古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並著眼於蒙中關係的歷史
以及各項影響因素，以及當代蒙中關係的特點以進行分析，探討蒙古在面
對中國時所遭遇的明顯不對稱權力結構如何影響其對中政策的制定。另一
方面，本文同時回顧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小國外交政策分析研究群組的成
果，並引用當前該理論群組最為熱門的「智慧國」外交之概念，用以探究
蒙古為跳脫陸鎖國的地緣政治之限制所發展出的策略，是否符合智慧國外
交的訴求。本文爬梳蒙古自冷戰結束之後的對中政策與對外政策脈絡（包
含第三鄰國政策、仲裁者／和平掮客角色的應用，以及單一國家作為非核
武地帶的身分），得出以下結論：蒙古雖然在經濟層面極為依賴中國，但
是其確實成功地發展出智慧國外交策略，使其超越陸鎖國身分的限制，而
大大提升蒙古在國際舞台的地位，受到各個關鍵大國的重視，因而獲得更
多與中國互動時的籌碼，而使得不對稱關係也能有利於蒙古的安全與發
展。

關鍵詞：蒙古、中國、小國外交、不對稱關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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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前東亞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較多關注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在海權方
面的競爭，以及東亞與東南亞諸國因應中國崛起所採行的諸項策略。相
較之下，位於東北亞與中亞，同時與中國大陸相鄰的「陸鎖國」得到的
關注較為稀少。陸鎖國，顧名思義，即領土疆界未與任何海洋接觸的國
家，又稱「內陸國家」。本文採用陸鎖國取代內陸國家的稱號，因考量
到這些不具有海岸線的國家，先天地理條件較為不利，又與大國為鄰，
其生存與發展條件更為嚴苛，如同被封印在大陸之中，需要更多的外援
以及更謹慎的外交決策邏輯。根據2019年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統
計，全世界有49個陸鎖國（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1）。其中，除
了瑞士、奧地利與部分歐陸國家之外，位於其他地區的陸鎖國主要為開
發中國家（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以下簡稱：LLDCs），而在
這之中有17個國家不僅是陸鎖國，更是最不發達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以下簡稱：LDCs），1 而且經常因為其鄰近國家的發展程度
相對落後，導致這些陸鎖國無法借道鄰國而進出口貨品，因此更形封閉
而影響其經濟發展。
然而，亞洲地區與中國為鄰的陸鎖國，面臨中國崛起之後因而大增

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有不少國家確實受惠於中國對於周邊多方讓利的
政策，但是其缺點為這些國家因此高度依賴中國提供的經濟援助。與此
同時，周邊國家的考量也不單僅是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還有區域權力結
構的變化以及其他強權國家的態度等等因素，皆影響亞洲陸鎖國對中政
策的制定。其中，蒙古是中國周邊的陸鎖國家之中，相對具代表性者。
首先，蒙古高度依賴中國提供的經濟援助與投資項目。當前中國為蒙古
的最大投資國，亦為蒙古最大的出口市場；而習近平在2014年訪問蒙古
時，即將兩國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足見北京有意提升蒙
古對其周邊外交政策的地位（高毅 2014）。然而，蒙古自獨立以來即

1. 更多資訊可以參考UN-OHRLLS官方網頁：http://unohrlls.org/about-ll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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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方的強鄰關係密切，冷戰期間有不少學者主張蒙古和俄羅斯過於緊
密的關係就是導致蒙中關係發展困難的主因（Heaton 1973, 246-251）。
蒙古位居中俄之間的緩衝地帶，其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俄關係的
變化自然也會影響蒙中關係的發展；從東北亞國際關係史來看，當中俄
關係惡化時，蒙古經常選擇站在北方強鄰那一邊，蒙中關係亦隨之惡
化。不過冷戰結束之後，這樣的情況或多或少有了改變。
身為陸鎖國的蒙古，是否在戰略選項上真的極其有限，甚至只能在

兩強交惡之時選邊站？有研究主張蒙古位於中俄之間，確實保有其主動
性，亦即蒙古並不是被動地在中俄兩國中求生存，反而是主動爭取有利
於自身的局面。例如，蒙古提出「第三鄰國」政策之外，前總統額勒貝
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正式宣布蒙古
將成為「永久中立國（Permanent Neutral State）」（Permanent Mission 

of Mongol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2015），以期獲取真正的獨立與不再受
制於中俄關係（藍美華 2017, 37-57；圖門其其格 2016, 1-4）。
基於上述理解，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面對與中國之間明顯的實

力落差與權力不對稱結構，蒙古如何發展出身為陸鎖國的生存策略？
又，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本文預計採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裡的小國外
交決策分析理論（Small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來解析蒙古對中
策略的制定以及其對於蒙古發展對外關係的影響。小國外交決策分析並
非至21世紀才出現相應理論，但是過往國際關係研究偏重大國政治，對
小國決策者的思維模式較不關注；近20年來，因全球治理領域的諸多議
題並非大國政治可單獨解決，加以小國的國際地位也日益受到重視，因
此攸關小國外交決策之理論發展更形蓬勃。本文將深入調查與分析蒙中
關係之發展，同時解釋蒙古對中政策之制定背景與邏輯。最後，本文的
結論部分將進一步梳理蒙古對中政策與小國外交策略的發展，分析陸鎖
國面臨地理條件與外在權力不對稱結構的限制，如何能翻轉危機，為國
家安全與發展爭取更多的契機，並且提升其國際地位；期望透過分析蒙
古的經驗，能為小國外交的理論與實務提供新的視角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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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對稱結構與小國外交政策理論

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國際關係理論已有許多文獻探討中小型國
家的應對方式。而主流理論如現實主義（realism）主張小國面對崛起
中的強權，經常採用的手段包含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或者扈從
（bandwagoning）。權力平衡指涉的是採取和大國／強權對抗的策略，
其實際應用時的技巧又可分為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即提升自身
的軍事實力）或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即與其他區域內國家結
成具明確針對性的聯盟）（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2007, 9）。而
另一個選項則是對於強權國家採取扈從策略，亦即小國放棄自身部分的
獨立與自主性，以交換大國對其做出安全與生存保障的承諾，並接受大
國對其內政與外交事務的干涉（Roy 2005, 306-307; Kuik 2008, 160）。
權力平衡與扈從雖在理論層次蔚為主流，但在現實國際政治場域，卻甚
少見到小國單純採納並執行其中之一。研究東亞小國的學者對此現象提
出修正方案，主張第三種更具彈性，亦更接近小國實際作為的概念，即
避險策略（hedging strategy）。
避險策略最為常見的操作型定義為以一組策略（a set of strategies）

進行靈活應用與變換。避險的意涵在於：面對強權崛起，小國不會只選
擇全面的抗衡或扈從，而是視當下的各項條件，在抗衡與扈從兩種極端
策略之間擺盪，力圖尋得一個中立位置，以免採納過於極端之立場可能
導致的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而抗衡與扈從亦被囊括在避險可能採用的策
略選項之內（Kuik 2008, 165-171）。避險概念與權力平衡和扈從皆認同
結構獨攬了影響行為者（即國家）行為之權力的前提，卻忽略行為者本
身的條件以及內部因素亦會影響其決策制定過程。即便避險策略的分析
角度看似充滿彈性，事實上還是流於過度重視結構因素的窠臼。而國際
關係理論領域中的小國外交分析研究群，有多數學者認為僅仰賴上述三
種分析角度來理解小國的抉擇是遠遠不足的，因此主張必須更針對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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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特性來發展抽象化的概念和理論（Huang 2015, 191-192）。
承接上述對於各種理論與概念的利弊討論，本文主張要了解蒙古對

中政策，首先必須承認蒙中之間的不對稱權力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
蒙古制定對中政策的態度與邏輯。美國學者吳本立（Brantly Womack）
（2006）以「不對稱關係 （Asymmetric Relation）」理論分析越南與中
國的雙邊關係之發展、面臨的困境與未來的展望。在其2010年出版的續
作中，吳本立（2010）繼續以相同的理論架構研究中國周邊國家與北京
之間的互動，以及區域內其他大國如何處理與中國之間充滿變動（而不
一定是權力不對稱結構）的關係。不對稱關係理論著重大小國之間常態
性的權力不對稱結構之影響，主張該結構事實上主宰了大小國交往的模
式，因為兩者的國家利益排序以及對於國際事務的觀點和立場迥異，
看待對方的心態和對於對方行為的期待也大不相同（Womack 2006, 77-

92）。雖然吳本立未在其書中以蒙古和中國的雙邊關係作為研究之案
例，但不對稱關係理論確實提供研究者分析蒙古對中政策極好的切入
點。
根據吳本立（2006, 82-89）的設計，不對稱關係提供的分析框架主

要著重在以下幾點：其一，物質性的權力（material power）不對稱是為
大國與小國雙邊關係的常態；其二，因為物質性實力的不對等，大小國
在看待彼此的觀點上有明顯的差異；其三，前述大小國在看待不對稱的
雙邊關係時，在觀點（perspective）上的差異會進一步導致對於彼此行
為舉措之期待（expectation）的差異，且此差異很容易導致衝突。由此
可見，不對稱關係理論雖然呼應現實主義（realism）對於物質性權力的
重視，卻也同時延續建構主義分析途徑對於行為者的觀點與心理預期的
關注。這使得該理論得以跨越分析層次，一方面承認外部結構對於行為
者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強調行為者內在對於外部結構的解讀與回應，同
樣對於雙邊關係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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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吳本立的推論，因為物質性權力的落差，使得在不對稱
權力結構中的小國，在面對大國時，經常容易對大國的舉措過度關注，
甚至因此產生過度反應。而為了平衡來自大國的壓力，小國經常傾向
努力擴展其關係網絡，甚至投入另一組不對稱關係網絡之中（亦即現
實主義者所主張之權力平衡策略（balance of power），不論此第二或第
三組不對稱的雙邊關係是否足以和小國希望平衡的第一組不對稱關係抗
衡。陸鎖國面對周邊大國時，一樣容易發生吳本立所主張的因結構因素
而導致的雙邊觀點與相互期待的落差，甚至更容易產生誤判的問題。陸
鎖國因為先天條件比其他國家更加受限之故，在面對與單一大國的不對
稱關係時，往往不會只考慮該組雙邊關係本身，也必須考量到與其他相
鄰國家的關係，尤其當另一個（或多個）相鄰國家亦為大國時，陸鎖國
所面對的是更為複雜的雙／多重不對稱關係，而使得其對於外在情勢的
判斷需更加謹慎。對於陸鎖國來說，如何避免在每一組不對稱關係之中
所產生的觀點與認知落差擴大，進而造成衝突，已是相當大的挑戰。另
一重挑戰是避免陸鎖國與其所有鄰國之間的多組雙邊關係發生嚴重相互
制肘的情況，而令其國家利益因此受損。而多重不對稱結構就整體而
言，並非恆久穩定。每一組雙邊關係都有變化的可能性，都存在吳本立
（2016, 68-72, 224-228）所言，從不成熟的不對稱關係轉向成熟，或是
逆向發展的可能性。而每一組雙邊關係的變化，都有可能重新形塑如蒙
古一般的陸鎖國制定對外政策的邏輯。
吳本立的不對稱關係理論從結構層面提供了理解小國面對大國時的

態度與邏輯的切入角度，卻較少細節性地分析小國具體的作為與戰略
選項有哪一些。這方面的不足，吾人可藉由當前外交決策分析領域的小
國外交決策分析理論支派獲得補足。小國外交決策理論自冷戰期間即開
始發展，例如Robert Keohane（1969, 291-310）將小國定義為無法有效
影響國際體系的國家，並主張小國因為國力較弱的關係，更容易受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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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結構變化的影響，且其內部政經情勢也會影響其外交決策的制定。而
David Vital（1971）著有The Survival of Small State一書，他亦同意小國
相對於強權國家而言，更容易受制於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在冷戰結束之
後，針對小國外交決策與選項的討論日多，並且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
也越多新興思維出現在國際關係學界的討論之中，這些思維使得小國有
機會跳脫結構限制，而獲得更多與大國競爭的籌碼。
不過，在探討小國對外政策的各項新選擇之前，首先必須承認，所

謂「小國」的定義確實是存在爭議的。常見的定義方式為以國土大小、
人口多寡、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影響力程度等等三項指標為主，加以精確
的量化方式來界定，但學界對此充滿爭議；又有論者建議按照一國對自
身的認定來決定其是否為小國，而此標準充滿任意性，更難取得學界共
識。有批評者主張小國的定義過於困難，導致小國外交研究變成一項無
用的研究框架（Hey 2003, 2）。而Thomas Long（2017, 144）指出：國
家的大小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relational concept），以此定義是否為
小國，無法引領研究者至一個明確的方向。Anders Wivel與Kajsa Ji Noe 

Oest（2010, 432-433）則建議以「國家對外投射力量多寡進而影響其他
行為者的能力（power projection）」取代「國家擁有力量的多寡（power 

possession）」。此定義亦為相對性的概念，且與吳本立的不對稱關係
理論相呼應。
以相對性的概念來定義小國的話，陸鎖國通常是符合此項定義的。

尤其是蒙古，其對外投射力量以影響他國（尤其是相鄰國家）的能力
明顯較弱；而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之中，更是處於弱勢地位。然小國外
交理論學派的學者指出：過去身為小國被認為是弱勢，但進入21世紀之
後，小國的身分可能可以反轉成為優勢。具體的做法包含：利用國際組
織提供的平台，集結眾小國之力在特定議題上使得大國讓步並照顧小國
的國家利益；強調自身在爭議性議題裡持中立之立場、扮演區域內的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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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者角色、為大國提供溝通與疏通爭議的平台；在較不具政治敏感性的
議題上取得規劃議程（agenda setting）的權力等等手段（Grøn and Wivel 

2011, 523-539）。此即小國外交政策理論學者們所提倡的「智慧國策略
（smart state strategy）」，也是像蒙古這樣的陸鎖國有機會可以成功實
踐的策略。所謂的智慧國概念，指涉的是小國能夠有效地應用其所擁有
的資源，以極大化自身的國際影響力（Pedi and Sarri 2019, 6-7）；而在
實際的案例觀察上，具備智慧國外交能力的小國往往在先天的物質條件
上居明顯劣勢，卻能善用手段而大幅擴大其影響力與國際地位，甚至能
與大國相抗衡，例如新加坡和梵蒂岡。
承上所述，本文主張蒙古一方面戮力平衡其與中國之間明顯的權力

落差而導致的不對稱關係，另一方面採取了多重手段以確保其國家生
存、主權獨立與國家利益最大化。這些手段隨著蒙古國際地位的轉變與
蒙中關係的演變，在不同時期也經歷過多次的變化。然而，到了今日，
蒙古確實有能力採用智慧國策略，在提升其國際地位方面也取得成就。
不過，不對稱關係的結構現實面依然存在，且蒙古自身有強烈的發展需
求，使得其採納智慧國策略時，還是面臨許多難以克服的挑戰與限制。
而蒙中關係的發展歷程以及蒙古在其間的態度轉變，影響著其對中政策
的制定之外，也使得蒙古對外政策之制定遭受一定程度的限制。要進一
步理解蒙古如何使用智慧國策略以超越陸鎖國在地理條件上的限制，並
擴大其自身在地緣政治中的優勢，以平衡蒙中關係的不對稱權力結構，
還是需要先對於蒙中之間的雙邊關係史建立基礎性的理解。

參、蒙中關係發展歷程與蒙古對中政策

當代的蒙古與中國的關係，並非單純從結構因素即可解釋。雖曾經
同樣施行社會主義制度，但蒙古對於中國這個強鄰的觀感並不佳。事
實上，蒙古自立國之後，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時好時壞，但中國共產黨與
蒙古人民共和國互相承認這段歷史，確實帶領蒙中關係進入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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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60年代開始雙邊關係出現轉折，中蘇關係惡化，蒙古選擇支持蘇
聯，讓蒙中關係進入冰點。直至1980年代末期，蒙中才開始走向關係正
常化，但蒙古依然忌憚中國不斷擴張的政治勢力與潛在的併吞蒙古的野
心，加上大量中國資金進駐蒙古，中國投資順勢引入為數甚多的中國商
人與勞工，進一步惡化草原民族對於漢族的敵視心理。因此，可以說縱
然蒙中關係在表面上修好，而蒙古也需要中國繼續投資以助其經濟發
展，但雙邊關係基礎並不穩定，對於中國的負面論述與評價依然在蒙古
社會普遍流傳（Delaplace 2012, 131-144）。
從結構層面來看，蒙古作為陸鎖國，面臨諸多天然限制，使其對外

關係的經營不得不以對中與對俄關係為主。但蒙古亦積極發展與美國和
日本等周邊大國的關係，希望藉以平衡其對於中國的依賴程度。當前的
蒙中關係因兩國經濟合作項目增加似乎更為緊密。然而，蒙中兩國之間
的交往歷史深遠而關係錯綜複雜，回溯帝國時期漢蒙交往的歷史，滿清
時期對蒙古設立「盟旗」制度，從中體現了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天下體
系」的世界觀邏輯（張登及 2010, 34-49）。然而，中文文獻較少分析
當時的蒙古作為一個與漢文化有諸多差異的民族（特別是後來的外蒙古
／蒙古國），其對於這一段被納入滿清皇朝盟旗制度的反應，是否如中
文語境與史觀所描述的一般平和與接納。其實在分析蒙古獨立運動與建
國之後的外交決策時，非中文學界的作品有不少主張蒙古後來選擇親蘇
路線係因過去受到中國清朝殖民式統治，憂慮中國將再度擴張其版圖而
企圖併吞蒙古，顯見此觀點迥異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思維。再者，
當前在中文國際關係學界甚為流行的天下體系的探討，蒙古學界並未對
其多加關注，依然較為著重引用西方主流理論對於中國崛起的分析方
式（如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觀點與途徑等）。例如Ram Rahul（1978, 

659-665）提到蒙古得到蘇聯的支援才得以在20世紀初獨立，但中國在
其獨立之初依然沒有放棄對蒙古做主權宣告，甚至毛澤東到了60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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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都還對於蒙古主權問題與蘇聯的承諾提出質疑，這一點導致蒙古始終
對於中國懷有深刻的不信任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隔年毛澤東隨即承認蒙古獨立之
事實。而在中蘇決裂之前，蒙古與中國的關係偏向友好，且兩國還相繼
慶祝成吉思汗冥誕，並簽署了邊界和平協定（Rahul 1978, 660-661）。
但是不對稱的權力結構影響之下，加上兩國過去的交往歷史，使得蒙古
對於中國始終抱持戒心。而且蒙古由於獨立過程受惠於莫斯科，便一直
對蘇聯採取一邊倒政策；此即何以中蘇關係破裂之後，蒙中關係也於
1960年代迅速倒退。蒙古與中國正式決裂之後，不僅終止並退回中國的
經濟援助，裁撤大使館，並且進一步加深與蘇聯之間的各項合作關係
（Heaton 1973, 246-251）。然而作為陸鎖國的蒙古在當時選擇與中國關
係破裂，以小國之姿與南方強權對抗，並且因此必須更受制於北方強
鄰，事實上不符合理性抉擇模式；但是若是套用吳本立的論點，便可以
理解：對中國一向投以高度關注的蒙古，在中蘇決裂之後，因外部結構
變化而感受到的威脅驟升。加以潛藏在蒙古人民心中對於漢人與中國的
長期不信任，促成蒙古和中國決裂的激烈反應。
蒙古社會普遍對於中國人存在顯著反感甚至仇視。人類學家Franck 

Billé （2015, 1-16）實地在蒙古進行田野調查，發現蒙古社會攸關中國
或中國人的論述與印象皆極為負面。在蒙古社會流傳著中國對蒙古抱存
邪惡企圖的謠言；此類謠言內容主要為中國企圖毀滅蒙古，不僅僅是剝
削蒙古的資源，甚至要對蒙古民族進行種族與文化上的滅絕。例如，蒙
古媒體報導中國出產的貨品時，經常暗示這些中國的進口貨品有毒，是
中國要侵害蒙古人健康體魄的媒介；而跨民族的通婚，特別是與漢族的
婚姻，在蒙古社會也常常受到鄙視，並且很難被親友接受（Billé 2008, 

34-60）。另一方面，蒙古因與內蒙古的關係自清朝以降，受到複雜的
國際環境變遷所影響，演變成今日的一族兩國，這被視為蒙古對中國一
直以來抱持負面觀感的根本原因，深刻影響著蒙古與中國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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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生 2002）。2020年北京在內蒙古施行推廣漢語教學政策，被視
為要藉由漢化的過程消滅蒙古文化，更引發蒙古人頻繁地在烏蘭巴托進
行反中抗議遊行；在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訪問蒙古期間，也有
許多蒙古人聚集在政府廣場前高舉海報與標語，抗議中國政府對其國內
蒙古族的政策（Tumurtogoo 2020）。但是蒙古政府並未明顯表態支持
民間社會的反中行動；對於決策菁英來說，在外部不對稱權力結構中，
維繫與強權國家之間雙邊關係的穩定，才能保證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另
一個相似的案例是2016年底蒙古邀請達賴喇嘛訪問之後，引起北京大怒
並立即中止多項對蒙古的經濟援助；最終蒙古政府屈服，除重申一個中
國政策之外，更承諾不會再邀請達賴訪問蒙古（艾米 2016）。
從現實層面來看，蒙中邊界線是全世界最長的邊境，這項事實揭

示了蒙古與中國之間難以切割的關係。而冷戰之後蒙中關係最活絡的
層面莫過於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自從2003年開始，內蒙古對於蒙古
各主要口岸的整體過貨量呈現增長趨勢。而且蒙古礦產資源開發政策
的落實，很大程度源自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對礦產資源的需求
旺盛，使得雙方的貿易關係更加密切。此外，2013年北京正式提出一
帶一路規劃（現更名為「帶路倡議（Belt & Road Initiative，以下簡稱：
BRI）」），蒙古積極回應之餘，甚至提出「草原之路」的構想，期望
爭取中國進一步投資蒙古的基礎建設。其中，橫跨蒙古而聯繫中國與俄
羅斯的跨國鐵路與公路，可說是蒙古「草原之路」的規劃重心（鄭闖 

2016）。而蒙古是為習近平上任後第二個單獨前往拜訪的國家，此行之
後，蒙中關係更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足見蒙中雙邊關係的快
速進展（高毅 2014）。
蒙古在經濟層面對於中國的高度依賴，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

球之際也沒有改變。根據新華社的報導，2020年蒙古最主要的進出口貿
易對象依然是中國；從該年度的一月份至七月份，中國承接了蒙古68%

的出口產品，同時中國佔蒙古進口總額的35%。蒙古出口至中國的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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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產品為煤礦與銅礦；而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中國從蒙古進
口的礦產數量驟減，除了因疫情擴散進而影響邊境貿易之故，蒙古的金
融監管局局長Bat Purev認為主要還是和蒙古邊境貿易的作業流程在因應
疫情發展時的效率過低有關。不過，根據Purev的說法，他認為疫情雖
然重創蒙古的經濟發展，但也可能像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一
樣，中國在風暴之後的恢復期會大量進口蒙古的礦產，也會對蒙古挹注
資金，連帶地促進蒙古的經濟起飛。此外，2020年因疫情與各項天災而
使得中國境內的糧食生產出現短缺，蒙古看準了這一點，期望能對中國
出口更多的畜牧產品，如此將也能調整蒙古長期以來對中貿易過度仰賴
出口礦產，而造成內部生態浩劫的問題（Graceffo 2019）。不過，從上
述數據與蒙古官員的說法，也可以看出蒙古的經濟發展確實非常依賴中
國，這也導致蒙古對外政策的制定受到諸多限制。
而蒙古在經濟層面高度依賴中國的情況底下，確實存在龐大的隱

憂。如同Jeffrey Reeves（2016, 1-36）指出，中國對其周邊實力弱小國
家的經濟援助或投資，往往形成北京得以干預該國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
結構的「結構權力（structural power）」；而干預的結果，便是形成接
受中國援助的國家內部的「結構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意指更
加惡化的政治貪腐狀況、對於中低階層更肆無忌憚的剝削、生態浩劫、
以及急速加劇的貧富不均問題等等。在Reeves所分析的案例中，蒙古即
為其中之一；中國緊抓著蒙古的製造業與金融體系，又讓蒙古高度仰賴
中國提供的原物料市場，尤其是煤礦出口市場。然而，中國為解決其境
內的環境汙染問題，內部早已制定逐年減少煤炭使用量的計畫。如此一
來，蒙古遲早要失去對中國出口煤礦這一經濟命脈，免不了遭遇致命打
擊的後果。另一方面，中國的投資引起蒙古境內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
（因為挖礦而汙染地下水源，造成草原沙漠化速度加快），以及相關社
會問題，例如失業率增高、貧富差距拉大、因汙染導致的疾病更普遍等



小國外交—蒙古對中政策評析　55

等強化蒙古民間對於中國抱持極度負面觀感的事件（Reeves 2016, 192-

200）。
而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之後，蒙古雖然也在第一時間立刻關閉蒙中

邊境（蒙古為世界上最早對中國祭出邊界管制措施的國家之一），卻在
同年的二月份啓動一項為支持中國對抗疫情而舉辦的「永久的鄰居，暖
心支援」（Emotional Support to Eternal Neighbor）人道捐款行動。該行
動由蒙古國環境與旅遊部、外交部及財政部共同發起，並由環境與旅遊
部長策仁巴特（N. Tserenbat）擔任召集人。該行動在蒙古國家銀行開
立一個帳戶，廣泛接受來自蒙古各界為中國抗擊疫情的捐款，而所收到
的善款將在每個禮拜轉交給中國駐蒙古大使館（N.A. 2020）。更有甚
者，在2017年競選時打著反中牌而勝選的蒙古總統哈勒特馬·巴特圖勒
嘎（Khaltmaagiin Battulga）於2020年二月底閃電式造訪中國，並且承諾
贈送3萬隻羊，2 成為疫情發生後首位訪問中國的外國元首；巴特圖勒嘎
與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進行會談，兩國重申雙邊關係的深厚與密切（王
遠 2020）。蒙古內部的中國研究專家普遍認為巴特圖勒嘎的「綿羊外
交」是蒙古作為小國在經營對大國關係上的成功之舉（Damdinsuren and 

Namjildorj 2020）。後見之明證實蒙古在疫情初始階段對中國的雪中送
炭之舉，的確為其帶來相當多的利益；其後蒙古不僅數度獲得中國捐
助的醫療物資，中國外交部在2021年二月初更宣布已經向包括蒙古在
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新冠肺炎疫苗的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
使館 2021）。而巴特圖勒嘎在疫情之初的訪問，事實上也符合吳本立
（2016, 204）在解釋大小國之間的不對稱關係要維持穩定的關鍵作為之
一，即「儀式（ritual）」的維繫，包括定期高層互訪與交換訊息，以維
持互信機制的穩定。

2. 據報導，巴特圖勒嘎在中國停留的時間僅5個小時，返回蒙古後接受14天的隔離
（Nikkei Asian Review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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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當代蒙古與中國的關係事實上依然錯綜複雜，雙邊關係
的演變除了受到蒙中俄三方關係的制約，還有蒙中之間的歷史情結、
蒙古民間社會的反中情緒、以及蒙古過度依賴中國投資與援助等諸多因
素的影響。在這之中，不變的是蒙古面對中國時的不對稱權力結構；實
力的落差與結構層面的現實條件，使得蒙古在制定對中政策時必須非常
理智且謹慎。再者，蒙古作為夾在中俄兩大強權國家之間的陸鎖國，在
先天條件上確實比起許多其他的內陸國家而言更為不利。但今日的蒙古
不再重蹈冷戰時依附某一方強權（即蘇聯）的覆轍，而是逐漸發展出適
合其生存與發展的小國外交手段；這些手段使得蒙古即使在經濟層面高
度依賴中國，卻還是能確保其國家主權的獨立性與國家安全不受威脅，
甚至提升蒙古在區域與全球政治場域的地位，從而由看似先天條件極為
不利的陸鎖國，轉變為無須與大國直接對抗，也能受到國際社會重視的
「智慧國」。

肆、突破地緣政治的限制：當前的蒙古外交政策的設計與效應

對於蒙古這樣的陸鎖國來說，國家生存與發展是最主要的國家利
益，也是最大的挑戰。而進入21世紀之後的蒙古，在對外政策的制定上
更為強調獨立自主路線，雖然蒙古在經濟層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與貿易
不平衡，使其在許多政策執行上依然必須考量北京的態度。再者，即便
蒙古已不再是俄羅斯的衛星國，但蒙古對於這個北方強鄰還是存在歷史
記憶與相對正面的情感，因此在對外事務的參與上，依舊不免受到莫斯
科的影響。例如2014年發生的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事件，蒙古的政治
菁英們（不分黨派）不僅沒有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反而公開質疑
整起事件是西方媒體在烏克蘭境內炒作的結果（Radchenko 2018, 128-

131）。換言之，蒙古對外政策依然深受中俄兩大強鄰的影響，這是陸
鎖國面臨外部不對稱權力結構難以跳脫的先天限制。面對先天不利的
各項地緣條件，蒙古前任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上台之後，極力主張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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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外交政策嚴格遵循「中立路線（neutralism）」以及落實「三邊主義
（trilateralism）」，3 這兩項政策與蒙古在冷戰之後所施行的「第三鄰
國政策（third neighbor policy）」為配套措施，目的在於減少與平衡來
自南北兩大強鄰的壓力。除此之外，蒙古的中立路線與三邊主義的外交
思維也反映在其對於自身國際地位的追求之上，因此積極扮演東北亞國
際仲裁者的角色，以及提出蒙古以單一國家之身，作為受到聯合國與國
際法保障的無核武地帶的構想。上述這些對外策略的擬定與施行，或多
或少幫助蒙古克服與中俄兩大強權之間的不對稱結構帶來的限制，相當
符合小國外交決策理論家所倡導的智慧國外交政策，使得小國在與大國
的角力過程中，不一定只能處於弱勢地位。

一、第三鄰國政策
蒙古啟動第三鄰國政策的想法肇始於1990年，亦即冷戰結束以及蘇

聯瓦解之後，蒙古即有藉由拓展外交網絡而增進國家生存與發展籌碼的
規劃。蒙古第三鄰國政策的動機與邏輯並不難理解；作為夾在兩強之間
的陸鎖國，蒙古在冷戰時期高度依賴北方強鄰提供的資源，同時也受制
於蘇聯；而過往與南方強鄰交往的歷史經驗讓蒙古深信中國對其始終具
有侵略野心，但冷戰結束之後的局勢又迫使蒙古必須仰賴北京的各項援
助與投資。為了跳脫陸鎖國的先天限制，蒙古制定了第三鄰國政策，並
於2010年七月份的時候，藉由頒布「國家安全政策（National Security 

Policy）」之時，正式提出蒙古即將開啟第三鄰國政策，以確保自身能
有更多的彈性空間來平衡來自全球和區域的權力競爭以及對於蒙古的影
響。初時蒙古鎖定的第三鄰國，指涉的是如美國、加拿大、澳洲、日
本、歐盟、印度、南韓、土耳其等開發程度較高的民主國家，除增進與
上述幾個國家之間的雙邊與多邊關係之外，更要加強蒙古與這些國家在
政治、經濟、文化與人道主義議題方面的合作。而蒙古期望透過第三鄰

3. 所謂三邊主義即蒙古對外關係的重大議題，皆由蒙、中、俄三國共同會談與協商
（Radchenko 201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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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策來提升自身的國際聲望（prestige）。具體作為包括參與多國維和
行動，以藉此得到國際社會對於蒙古的國際地位更多的承認，認同其作
為一個民主而人道主義之國的角色（Dovchinsuren 2012, 3-5）。
在所有蒙古的第三鄰國之中，美國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蒙美雙方

在1987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於雙方首府互設使館（Addleton 2013, 

xi）。1990年8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詹姆士．貝克（James A. Baker 

III）訪問蒙古，為促進蒙美關係的發展帶來許多契機；當時兩國之間
也簽署許多合作協議，例如美國派遣和平工作團志工到蒙古以拓展雙
邊貿易之外，更協助蒙古架設電台與衛星設施等現代化設備（Lama 

1990）。自貝克之後，訪問蒙古的美國重要領導人與高階官員包括前國
務卿歐布萊特（1998年訪問）、美國前總統小布希（2005年訪問）、前
安全事務助理約翰．波頓（John Bolton，2019年6月訪問）以及前國防
部長馬克．艾斯培（Mark T. Esper，2019年8月訪問）。蒙古與美國之
間每一次的高層互訪都進一步促成雙邊關係的進展；到了現任蒙古總統
巴圖勒嘎於2019年7月份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時，兩國元首宣布蒙美之
間成立「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而美國至此成為蒙
古的第五個戰略夥伴國家，輿論認為這是蒙古第三鄰國政策的大成功
（Lkhaajav 2019）。4

另一方面，自2003年開始，蒙古與美國開啟了每年一次的聯合軍事
演習行動，名稱為「可汗探索（Khaan Quest）」，地點為烏蘭巴托周
邊的武裝力量培訓中心。可汗探索一開始是以蒙古與美國雙邊軍事交流
的方式進行，爾後規模逐步擴大，兩國也邀請許多亞太地區的國家參
與（包含中國），而成為多國維和軍事演習（USARPAC 2010）。可汗
探索的舉辦揭示著蒙美兩國密切的軍事合作，也每每成為中俄關注的

4. 蒙古的其他四個戰略夥伴國家，分別為俄羅斯（2006年簽訂）、日本（2010年簽
訂）、中國（2014年簽訂）、以及印度（2015年簽訂）。而2019年與美國簽訂戰略夥
伴協定之後，輿論認為此協定將為蒙古帶來諸多創新與發展的機會，同時將提供蒙古
人諸多就業機會（Lkhaajav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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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而始自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為蒙古帶來相當程度的契機，主要
是美國加強了對蒙古的攏絡。據輿論分析，美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旋
風式的突訪蒙古，主要目的在於拉攏蒙古成為美國「印太戰略（Indo-

Pacific）」於大陸內部的主力支撐，同時讓蒙古替代中國對美出口稀
土，以彌補貿易戰之後，美國所遭受的損失。對美國而言，與蒙古建立
並強化戰略夥伴關係，無疑是在俄羅斯與中國的勢力範圍底下插旗，鞏
固美國在東北亞的地位（Baldor 2019）。
蒙古的第二個具關鍵地位的第三鄰國為日本。蒙日兩國於1972年即

正式建交，但在國際環境依然處於冷戰格局的情況下，兩國關係並無實
質進展，甚至因為1939年日本關東軍在當時的蒙古國與滿洲國邊界發動
的諾門罕之役，蒙古人在冷戰結束前，5 有一段時間裡對日本的觀感並
不佳。然而蒙古與日本之間並無真正深刻的歷史糾葛，亦無領土或族群
問題的糾紛，加上日本自90年代開始對蒙古投注大量海外經濟援助（包
含無償資金、低息貸款以及技術援助），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後，蒙日關
係進展速度相當迅速。除了經濟援助，由於蒙古的格鬥比賽（名稱為
「博克」）和日本的相撲相當接近，也陸續網羅蒙古的大力士前往日本
工作，其中許多位因此成為著名相撲選手。日本如此重視蒙古的傳統技
藝，使得蒙古人對於日本的好感更深。加上日本大量出口二手汽車到蒙
古，且品質穩定，價格實惠，日本的形象在蒙古可說等同於品質保證，
因此有高達九成的蒙古民眾喜歡日本（根據蒙古國立大學實施的民意
調查）（童倩 2014）。蒙古與日本在2010年將原先的「全面夥伴關係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象徵兩國關係進

5. 諾門罕之役為日軍為了探測蘇聯軍隊的實力，便於1939年二戰爆發前夕，便於滿州國
與蒙古國交界的諾門罕發動戰爭；當時蒙古國派軍支援，與蘇軍共同在諾門罕對抗關
東軍。筆者於2019年九月份赴烏蘭巴托進行移地研究與訪談時，恰逢俄羅斯總統普京
訪問蒙古，俄蒙兩國元首在烏蘭巴托的成吉思汗廣場舉行諾門罕之役的紀念儀式，據
聞此紀念活動每年皆定期舉行，象徵俄蒙兩國之間堅實的同志情誼不變。作者訪談，
訪談人Oo（匿名），蒙古國防大學（烏蘭巴托市），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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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深化（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0）。此外，蒙古在協
助日本處理與北韓之間的糾紛一事上不斷扮演重要的協調者角色，例如
在烏蘭巴托舉辦日朝之間的秘密會談，使得部分在70與80年代被北韓特
務綁架的日本人得以回歸日本或者與其家人會面等（Shim 2018）。
而蒙古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第三鄰國是印度，但蒙印關係一直較少受

到外界關注。事實上，1955年首任印度總理尼赫魯即已公開宣布印度
承認外蒙古獨立，並與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此舉使得印度成為第一個
承認蒙古獨立地位的非共產陣營國家，自然在蒙古對外關係上具重要意
義。尼赫魯甚至從1960年開始便於聯合國大會遊說各國支持蒙古成為聯
合國會員國，爾後蒙古於1961年正式入聯，並在印度申請成為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之時表態支持。蒙印兩國關係緊密的案例還包括1971年孟加拉
從巴基斯坦分離而成為獨立國家之後，蒙古為回報印度，便與不丹一起
在聯合國大會表態支持孟加拉的獨立地位（當時許多國家皆反對印度的
此項提案）。從這段歷史來看，蒙印兩國可說是親密盟友。但地理條件
依然不可避免地為兩國的加深交往帶來阻礙；其中，印度在對蒙古投資
與援助方面，一直無法與中俄兩大強權抗衡。不過，印度對於蒙古的人
才培養與專業技能訓練提供了許多協助，同時也幫助蒙古成立宗教研
究與教育的相關機制（Wangchuk 2018）。2015年印度總理對蒙古進行
國是訪問時，兩國正式簽署戰略夥伴協議，代表雙邊關係的進一步深
化（Dashnyam 2020）。除了戰略夥伴關係，印度與蒙古更互稱對方為
「精神之鄰（Spiritual Neighbors）」，原因是兩國皆為支持佛教的國家
（特別是印度提供達賴喇嘛政治庇護，近期又努力復興佛教），而且兩
國之間僧侶的往來、宗教學者的相互取經、以及相關文化交流也已經有
幾百年的歷史。這一層關係不僅每每在雙方高層互訪時被提及，更在蒙
印雙邊關係中成為重要的催化劑（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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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仲裁者／和平掮客的蒙古 6 

除了採納第三鄰國政策作為平衡中俄兩大強鄰勢力的對策之外，蒙
古在冷戰之後更積極與多方交好，並利用自身看似極為不利的地緣政治
條件（亦即陸鎖國加上無天險作為屏障，而人口稀少，難以籌組強大的
軍隊），多方交好，屢屢擔任仲裁者與和平掮客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
案例，即蒙古經常利用與北韓之間的良好關係，擔任南北韓之間的協調
者，提供雙方必要的協助與政策支持、召開秘密會談，與南北對話等低
調平衡（low-key balancing）的作為（Minton 2018, 151）。

蒙古之所以能夠擔任南北韓之間的和平掮客，在於蒙古與朝鮮半島
之間自古以來便有著深刻的連結。首先，兩個地理區塊的民族皆與漢族
所建立的帝國為鄰，都有抵抗中國侵略的歷史；再者，在20世紀之初，
蒙古與朝鮮皆面臨日本入侵的局面，後者成為日本殖民地，而前者則依
附莫斯科的勢力以抵禦日軍侵襲。而兩國曾經同為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陣
營成員，蒙古和北韓的雙邊關係深厚；蒙古不僅為首先承認北韓的國家
之一，更曾在韓戰爆發時對平壤運送食品補給；而北韓國父金日成甚至
兩度訪問蒙古，足見蒙朝之間的非凡情誼。另一方面，蒙古與南韓的關
係在蘇聯瓦解之後快速進展。蒙古在冷戰結束後迅速轉型成民主國家，
同時也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兩國之間的人員往來密切，南韓更成
為蒙古最主要的援助來源國與貿易夥伴之一。且蒙韓兩國皆採行民主體
制，皆為「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y）」成員，也都曾經擔
任該組織的輪值主席，並且與美國維持緊密關係，皆曾協助美國打伊拉
克與阿富汗戰爭。南韓更是自2009年起便加入蒙美兩國所舉辦的可汗探
索年度軍事演習。另外，鮮為外界所注意的一項事實是：近幾年蒙古數
次低調協助脫北者（即逃離北韓的政治難民）經由蒙古而入境南韓，據

6. 在本文中，「仲裁者(mediator)」的定義為：使涉入糾紛的當事人（國家）經其調解
而達成協議的第三方角色。而「和平掮客」是較為少見的詞彙，其對照的英文名詞為
peace broker，又可翻譯為「和平使者」；在本文中，該詞彙意指居中調解武力衝突，
使陷入爭端的國家達成停火協議、重新坐上談判桌的第三方國家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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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平壤對於蒙古暗中協助脫北者的行動一清二楚，卻也沒有因此與烏蘭
巴托翻臉，可見蒙朝關係確實具特殊性（Minton ibid., 148-150）。

蒙古與南北韓的特殊連結使其雖然身為陸鎖國，卻能成功地在分裂
的朝鮮半島事務上擔任仲裁者的角色。尤其，被外界所長期低估的蒙朝
關係的重要性與價值，是為蒙古扮演和平掮客角色的重要基礎。除了前
述的歷史淵源，蒙古在北韓的羅先（Rason City）經濟特區也有投資，
兩國之間的科技交流頻繁，且蒙古境內有數以千計的北韓移工；尤其在
鐵道與礦業兩項產業，蒙古更傾向仰賴北韓移工的協助（勝過雇用中國
移工）。自2008年開始，蒙古承諾每五年便開放5300名北韓移工入境。
而2015至2016年間，蒙古也嘗試以鐵路運輸兩萬五千噸的煤礦到北韓的
羅津港。可以說，與北韓的交往，使得蒙古這樣的陸鎖國也得以利用鐵
路和蒙朝雙邊關係突破地理條件的封鎖，進而對外輸出其豐富的天然資
源。而對北韓來說，和蒙古交往的最大好處，便是學習蒙古經濟現代化
以及吸引外資與國際援助的模式。2013年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對
北韓進行為期四天的國是訪問，是金正恩上台之後首位造訪北韓的外國
元首，更顯示兩國之間的親密情誼（Campi 2019）。
然而蒙古的和平掮客角色並非僅限於協調南北韓之間的事務，更是

在北韓與區域內其他國家之間搭建溝通與互信的管道。在2013年4月29

日召開的第七屆民主社群部長會議上，蒙古宣布將針對東北亞和平問題
舉行「烏蘭巴托對話（Ulaanbaartar Dialogue，以下簡稱：UBD）」，並
於2014年召開第一屆國際會議，當時出席該會議的35個會員國裡面就包
括北韓。7 可以說，蒙古創立烏蘭巴托會議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北
韓帶入以亞洲國家為主體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之中，此舉也符合首爾對朝
政策的目標之一，因此南韓對蒙古的作為提供很大的支持（Minton ibid., 

7. 更多與烏蘭巴托對話相關的訊息，可參考蒙古官方網頁（Permanent Mission of 
Mongolia to United Nations）。



小國外交—蒙古對中政策評析　63

151）。而烏蘭巴托對話也成為六方會談失敗之後，重建東北亞各國在
安全議題上的互信機制的最佳替代方案。
對蒙古而言，成為南北韓以及北韓與區域各國之間的和平掮客，是

典型智慧國外交的手段。這和蒙古在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執政期間所
設立的外交目標，即蒙古要成為「新赫爾辛基（New Helsinki）」有關
（Campi ibid.）。所謂赫爾辛基模式，即芬蘭在二次大戰之後宣布成為
中立國，採取與各方交好而不介入大國糾紛的和平中立路線；在此背景
下，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多次作為美俄兩大國之間舉行高峰會談的地點
（黃啟霖 2018）。蒙古自2013年之後的對外戰略規劃，便是除了第三
鄰國政策之外，進一步提升蒙古的國際地位，成為像芬蘭一般的和平
中立國，並且在大國之間周旋，提供接觸與談判的平台。蒙古和南北
韓之間的關係使得此政策能順利開展。除此之外，為加深其作為和平
掮客的籌碼，蒙古積極投入聯合國下轄的低開發程度陸鎖國國家組織
（UN 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以下簡稱：UN-OHRLLS），並且自願請纓成為第一個低開發程度陸
鎖國國家組織下轄之國際智庫的所在地（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for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2009年成立，地點在烏蘭巴托市，當
前智庫執行長為Odbayar Erdenestsogt）。該智庫肩負調查各個會員國的
狀況與需求，協助擬定政策、提供會員國經驗分享的平台等，例如針對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邀請各國分享經驗，同時協助會員國與中國的談
判進程。8 蒙古憑藉這個智庫所提供的功能，在低開發程度陸鎖國之中
扮演聯繫者的角色；未來若陸鎖國之間發生糾紛，蒙古也可以利用這個
智庫提供二軌外交的功能，甚至再一次扮演和平掮客的角色。

8. 更多關於該智庫的訊息可以參考其官方網站：https://land-lock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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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國家作為無核武地帶
蒙古對外政策的第三個特點亦符合智慧國外交的原則，亦即小國強

調自身在爭議性議題裡持中立之立場。對蒙古而言，考量到目前對於
東北亞區域安全最大的威脅，即北韓發展核武器的問題。如何抑制北韓
對於發展核武的企圖與濫用已然成為東北亞地區最為關鍵的安全議題之
一，而該議題切合蒙古作為無核武地帶的宗旨，也是蒙古自冷戰之後的
主要訴求。如前所述，蒙古利用烏蘭巴托對話的契機，將北韓邀請至談
判桌上，與東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進行溝通與協調。而針對北韓發展
與測試核武器的問題，即便蒙朝關係相當親近，蒙古卻也從不避諱聲
明其對於北韓企圖擁有核武器的反對之意。蒙古自冷戰結束後，便一
直倡導將東北亞變成無核武地帶（nuclear-weapons-free Northeast Asia）
的構想，儘管此理念與北韓大相逕庭，卻也沒有影響兩國關係的進展
（Minton ibid., 152）。
而蒙古自1992年起便宣布自身要成為無核武地帶的單一國家。事實

上，蒙古倡議無核武政策的主要原因便源自其身為陸鎖國的地緣政治
現實。蒙古夾在兩大擁核強權之間，見證了上世紀60年代延續至70年代
的中蘇分裂與競爭，蒙古決策菁英認為中蘇之間的衝突很有可能演變成
為另一場古巴飛彈危機。即便莫斯科與北京都曾經單方面保證不會主動
使用核武器解決衝突，但是兩個強權國家都未曾允諾過不會在第三方國
家的領土上使用核武，這一點對於蒙古的生存與國家安全自然帶來極大
的威脅。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後，蒙古旋即宣布無核武政策並積極爭取國
際社會的認可。1993年俄羅斯與中國皆公開表示支持蒙古的無核武地帶
宣言，隨後美國與歐洲各國也紛紛表達支持蒙古的無核武政策，並宣告
聯合國安理會將會協助捍衛蒙古無核武地帶的安全（Enkhsaikhan 2000, 

348-350）。不過，當時幾個擁核國家雖然皆公開表態支持蒙古的無核
武地帶宣言，但面對蒙古希望將個別國家成為無核武地帶的案例納入國
際法保障範圍時，這些國家的態度轉趨冷淡，主要原因是擔憂有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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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仿效蒙古的作為而直接影響這些擁核國家的利益與影響力。
最終，聯合國在1998年通過53/77D決議案，承認了蒙古做為「單一

國家的無核武地帶」地位，即便該決議案沒有如同蒙古原先期望的，
將單一國家作為無核武地帶的概念進一步制度化並提升為國際法保障的
內容（在擁核大國的操作下，53/77D決議等同僅僅承認蒙古作為特殊案
例，而非承認單一國家皆可以申請或宣布成為無核武地帶），但至少蒙
古自此成為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以及受到國際法保障的無核武地帶之單一
國家，再次證明蒙古的智慧國外交策略的成功。而詳究其成功關鍵，
應當和蒙古身為陸鎖國，且夾在兩大擁核強權之間的特殊地緣政治條
件，以及蒙古自冷戰結束後即採取的不結盟與和平中立路線高度相關
（Enkhsaikhan ibid., 355-358）。至今為止，蒙古依然是唯一獲得聯合
國承認與保障的單一國家無核武地帶（目前全世界總共有九個無核武地
帶），從這項事實可以看出蒙古將自身身為陸鎖國的劣勢，轉化為對外
關係之優勢的手段，確實相當高明且成功。

伍、結論

本文從不對稱關係與小國外交決策分析理論出發，提出以下研究問
題：蒙古作為夾在中俄兩大強權之間的陸鎖國，又在經濟與發展層面
高度依賴中國，在如此受限的地理與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蒙古如何制定
其生存與發展策略，而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本文首先從蒙中雙邊關係
的發展歷程出發，爬梳蒙古自宣布獨立之後，歷經冷戰、蘇聯瓦解、轉
型為民主國家、以及近期影響全球甚鉅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在以上
不同階段，蒙古與中國雙邊關係的發展，以及影響蒙中關係進展的各種
可能因素。本文以美國學者吳本立提出的不對稱關係理論之框架進行分
析，在承認蒙中之間的不對稱權力結構的前提底下，再進一步觀察蒙古
和中國分別與蘇聯／俄羅斯關係的影響、中國境內的內蒙古族的問題、
以及蒙古內部由來已久的反中情緒等等因素對於蒙中雙邊關係發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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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本文發現蒙古事實上受到外部不對稱權力結構相當大的影響；特別
是在冷戰時期，中蘇關係破裂所帶來的壓力，致使蒙古選擇依附莫斯科
的一邊倒策略。但是對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後果是蒙古在90年代之前的經
濟發展遲滯，且對外關係也相對封閉受限的局面。
冷戰結束之後，蒙古為跳脫身為陸鎖國所面對的地緣政治條件的限

制，戮力發展第三鄰國政策，同時搭配三邊主義（即相當務實地經營蒙
中關係與蒙俄關係，力求在兩強之間維持平衡）以及中立路線，具體作
為包含與幾個亞太區域大國簽訂戰略夥伴協定、在北韓相關議題上扮演
仲裁者與和平掮客的角色，以及成功地將自身進化為受到聯合國承認與
國際法保護的單一國家無核武地帶。這些作為大幅提升了蒙古的國際地
位，使得蒙古雖然在經濟層面依然高度依賴中國，也因此產生了負面效
應（亦即前文提及的Reeves所指出的結構權力與結構暴力的問題），但
是至少在對外關係的層面，蒙古維持了相當高程度的自主性，也逐漸對
於國際議題的設定（agenda setting）掌握權力（如推動單一國家成為受
國際法保障的無核武地帶，以及與陸鎖國國際組織相關的議題）。自主
性的維繫以及被大國所尊重，正是吳本立（2016, 51-53）所提出的不對
稱關係理論中，小國最渴望從與大國的雙邊關係之中獲得保障的權益；
這使得蒙古在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依然能保存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同
時得到其他區域大國的重視與援助 。
最後，本文引用了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目的並非在於建立一個串

聯兩個理論與相關概念的全新架構，而是以小國外交決策分析的學術
群組近幾年主張的智慧國外交策略，來補充不對稱關係理論在陸鎖國的
外交政策分析層面較為稀缺的部分。本文藉由考察蒙古對中與對外政策
之制定，理解這個為兩大強權包夾的陸鎖國何以能在國際社會奠定其地
位，並期望從蒙古的經驗，能獲得對於小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新知與啟
發。不對稱關係理論主張在一組具明顯實力落差的雙邊關係之中，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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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一方的小國而言，最大的國家利益保障為確保該組不對稱關係維持穩
定與和諧，同時小國又能保持獨立自主地位；本文檢視蒙古對外策略邏
輯與決策施行的成果，發現智慧國外交的主張與建議，確實能夠幫助小
國突破不對稱權力結構的限制，並協助其維持該關係的穩定與小國的自
主性。當然，蒙古的智慧國外交手段並非每個小國皆適用，但是作為他
山之石，蒙古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鑒。做為陸鎖國，蒙古以靈活而創新的
手段制訂對外戰略，並且從未疏於經營與兩個關鍵強鄰之間的雙邊關
係，使其在面對諸如中美對峙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時，依然能有所收
穫，繼續捍衛其自主地位與國家安全，並且在國際環境劇烈變化之際，
依然能保障其國家利益，且再次確認小國確實有主動發揮創意的空間，
確實值得國際關係學界更進一步的關注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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